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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标准:农民专业合作社
示范社评选标准的研究

王敬培 任大鹏

［摘 要］ 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的评选标准集中体现着政策对于我国合作社发展模式的引导。农
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的评选一直都是以统一的政府文件为准。然而，在示范社的逐级申报过程中，各地
区又普遍存在着对文件标准的选择性遵从。本研究在对我国东、中、西部部分示范社调研基础上，对文
件标准和实践标准的关系及文件标准的实质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表面看来受到来自实践领域
挑战的文件标准并未被简单地虚置。文件标准作为有效的技术治理工具，借由示范社评选中的名额分
配方式得以成功推行。虽然实践标准普遍存在且获得了其合法性，但这种表面路径上的偏离不仅并未
妨碍文件标准实际目标的达成，反而强化了其推行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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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民合作社将走上怎样的发展道路? 在遵循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合作社原则、保持合作
社这种组织形式核心特征的基础上，如何探索出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本土化合作社模式? 在我国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由快速增长期逐步进入质量提升期之际，合作社未来走向问题成为学术和实

践领域关注的关键问题。示范社评选一直被视为规范合作社发展、提升合作社质量的重要手段，而
示范社的评定标准则是合作社发展导向的集中体现。因而，对示范社评定标准及其在实践中执行
情况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笔者于 2012 年至 2014 年近两年时间里在我国东、中、西部等多地关于示范社的调研中发现，

示范社的实际评选过程中所执行的标准( 简称“实践标准”) 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政府文件所确定
的评选标准( 简称“文件标准”) 。目前学术界一些学者关于劳动模范、示范社评选的研究，已涉及
在评定标准实行过程中，评定者及被评定者作为行动者如何将标准变通以为我所用，如评定者为追

求绩效而对被评定者的宽纵，为谋得私人收益而产生的设租寻租行为;被评定者为“达标”而进行
的关系运作等［1 － 2］。如果说笔者所谓“实践标准”仍关注的是以上学者关注的问题，甚至不过是已
在合作社研究和实践领域人所共知的政策资源套取现象，那么本研究所关心的问题则是为何文件

标准的制定者会允许这样的实践标准的存在? 这样的实践标准是如何获得其合法性的? 为何在实

践标准被普遍认可的形势下文件标准仍然保持着其地位? 这样看似被架空的文件标准其实质作用

是什么?

在论述展开前需首先对一个与本研究相关的问题进行说明。在全国各级各类示范社评定过程
中，确实存在着多部门分别评定、评定的文件标准不完全一致的现象。这一现象被熊万胜称为“非
科层性集权关系的多源性”，即各部门为建立自己的组织网络、争夺合作社发展主导权而在示范社
评定上的竞争现象［2］。为改善这一混乱局面，农业部已于 2013 年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发展部际联席
会议，意在由各部门共同制定统一的示范社评定标准。虽然此举能否最终解决示范社评定中的部
门竞争问题尚难断言，但调研中发现其在文件标准统一方面已发挥了一些作用。本研究所讨论的
示范社评定的文件标准均以农经发〔2013〕10 号文件中所列《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及
监测暂行办法》为准，一方面是因这一文件标准已经涵盖了本研究欲讨论的示范社评定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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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因部门利益竞争与本研究中心问题相去较远。

一、文件标准及其得以推行的条件

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从登记到运
营再到注销的各环节都有详细规定。然而根据调研，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合作社登记需要达到的标
准往往只有两项:成员达到五人以上及 80%以上的成员为农村户籍成员。2013 年出台的《国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及监测暂行办法》中所确定的示范社评定标准则共有七项内容: 依法登
记设立、实行民主管理、财务管理规范、经济实力较强、服务成效明显、产品( 服务) 质量安全、社会
声誉良好。而且，这七项内容几乎每项都要求有相应的佐证材料①。相较于合作社登记需要达到
的标准而言，示范社的评定标准可谓非常之高。那么，如此高的文件标准是如何得以推行的呢?
(一)配套的政策资源及示范社的品牌效应

作为被评定者的合作社群体，其向示范社评定标准靠拢，更确切地说是愿意努力提供相关佐证

材料争取成为示范社的主要动力是示范社名下的各种收益。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的支持政策
几乎可见于各级各类涉及合作社的政策文件，其中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②中的相关内容则可谓是
支持政策的集中体现，即“把示范社作为政策扶持重点……安排部分财政投资项目直接投向符合
条件的合作社，引导国家补助项目形成的资产移交合作社管护……增加农民合作社发展资金，支持
合作社改善生产经营条件，增强发展能力。逐步扩大农村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建设、
农技推广等涉农项目由合作社承担的规模。对示范社建设鲜活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兴办农产品
加工业给予补助。在信用评定基础上对示范社开展联合授信，有条件的地方予以贷款贴息，规范合
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可见，示范社所享受的政策支持要远大于普通合作社，且较之其他类型的市
场主体，在政策资源获取上也有独特优势。
除了支持政策承诺的这些资源外，“示范社”这一品牌的效应亦颇为可观。以广西壮族自治区

某国家级示范社为例③，其因“示范社”的名号吸引了多方关注。第一，事业单位主动帮扶。其所在
市农科院从农业部网站得知该合作社为国家级示范社，便主动提出与其共同做作物种子方面的研

究。第二，其他市场主体积极合作。在如今合作社数量猛增，质量颇遭非议的背景下［3 － 4］，“示范
社”如政府的认可标识，成为其他市场主体在选择合作伙伴上节省交易成本的有效手段。因该合
作社为示范社，一些农产品收购公司便主动上门与其签订产品收购协议; 一些农资公司主动将种

子、肥料寄到该合作社让其免费试用。第三，政府部门更为关注。政府部门对示范社的特别关注除
政府文件中所述物质资源外，还表现为相关部门领导的关注。据该合作社理事长介绍，农业部门和
财政部门的领导都曾到该合作社调研，了解并助其解决合作社实际运营中的困难。此外，这一品牌
效应不仅有利于示范社增强经济实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吸引多方关注的过程中，示范社也可以因不

断积累的社会资本而使运营更为顺畅。
(二)文件标准之于示范社评定者

如果说被评定者是因政策资源的吸引而响应文件标准，那么示范社的评定者，或者说各级相关

政府部门又是缘何去执行这样的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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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农经发［2013］10 号文件“关于印发《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及监测暂行办法》的通知”。
新华网 http:∥news． xinhuanet． com /ziliao /2014 － 01 /20 /c_126030772． htm。另，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虽将“农
民专业合作社”改称为“农民合作社”，但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合作社在工商登记及参加示范社评选
中仍名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此一号文件中所称“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组织”所指向的都是目前实践中以“农
民专业合作社”为名登记的组织，故文中不加区分。
2014 年 3 月对广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调研资料。文中所述据笔者就此问题专门对该合作社理事长进
行的个人访谈整理而成。



“名额”:达标的自愿性与强制性。根据示范社申报程序①，示范社评选工作的第一步是“符合
申报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向所在地的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按字面意思理解，示
范社申报为合作社的自愿行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只需从自愿申报者中选出示范社。然而，示范社
的评选却是有名额限制的，农经发〔2014〕2 号文件明确列出了欲评选出的各地区各类示范社的名
额。如北京市农业类国家示范社申报名额为 55 个，这意味着北京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拿出 55
份符合文件标准的参评材料。从这个角度来看，名额的设置使得“达标”或曰文件标准的执行既是
自愿的也是强制的。达标的强制性有些类似于渠敬东等在关于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研究中提出
的“压力型体制”，即通过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下达指标来实现行政体制的运作［5］。然而，与“压力
型体制”中的指标不同的是，示范社的名额分配是一个确定的数额，即该名额既是最低值也是最高
值。最低值的意思是，每个地区的相关部门都要评出如名额限定的示范社，否则便只能说明其工作
不力。笔者于河北省调研过程中就有示范社评定的负责人追悔上一年度示范社评选未能用完全部
名额，他认为自己远比同级其他地区的负责人工作努力，可最终别人都是用完全部名额，而他这里

却比别人少一个示范社，他认为此事严重影响了其工作业绩②。是最高值是因为，不论有多少申报
者，最终评选出的示范社数量只能如名额所限。这便是下面要讨论的文件标准对于示范社评定者
的另一层意义。
文件标准作为技术治理的工具。“我们是根据合作社法和中央文件制定的评分表，要讲究( 示

范社) 评选的公平。来参加评选的都是有产业支撑的合作社，但是到底选哪个就要靠这个评分表。
到时候如果领导问你，你为什么选这个( 合作社) 不选那个? 我们就拿这评分表给他看。”这段话是
笔者于四川进行合作社调研过程中一位示范社评定者所说③。而各地方示范社评选的文件标准
( 也即受访者所说的评分表) 都依合作社发展部际联席会议所定的示范社评定标准而设，故受访者

所说的评分表即为文件标准的具体表达。其实，在如今“法治化、规范化、技术化、标准化”成为行
政建设核心议题的背景下［6］，文件标准不仅如受访者所言是向领导展示其工作公正无私的依据，

亦是向非示范社乃至全部社会公众展示政府公平行政原则的重要方式。因为文件标准是上级政府
部门根据法律和国家政策制定的客观评定标准，所以示范社评定者选择甲而非乙为示范社并非出

于主观臆断，而是源于客观依据，如此未能成为示范社的合作社及社会公众便无从怀疑示范社评选

工作的公平性。

二、实践标准及其合法性

既然文件标准是示范社的参评者和评定者不得不迎合的标准，那么这样的文件标准为何会在

示范社评选实践中发生变化?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一)实践标准的成因

本研究中所谓实践标准是指在评选示范社的实践中所使用的不同于前文所述文件标准的评选

标准。实践标准并非如文件标准般有统一的模板，而是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示范社评选中对文件
标准的选择性遵从。
文件标准的可变通性。华尔德( Andrew G． Walder) 在其关于中国单位内部奖励制度的研究中

指出，员工的“表现”是一个重要的奖励标准，而这一奖励标准的模糊性导致了实践中奖惩制度的
弹性［7］。示范社评选的文件标准虽然表面看来不似“表现”这样的标准一样含糊，甚至对合作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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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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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经发［2014］2 号文件“农业部关于开展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申报工作的通知”。
2013 年 9 月廊坊农交会期间针对合作社问题的相关访谈。受访者为河北省某市经管站工作人员。
据 2014 年 4 月笔者于四川省进行合作社调研过程中的访谈资料整理而成。受访者为四川省某市经管站工作
人员。



行各环节做了面面俱到的规定，但其在实际操作中仍有很大的可变通性。如，民主管理的标准虽规
定“组织机构健全，运作有效、各自职责和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成员( 代表) 大会选举和表决实行
一人一票制，或采取一人一票加附加表决权的办法”，但实际上无法获取相应佐证材料; 财务管理
规范这一标准虽可取得佐证材料，但佐证材料却只能佐证合作社会计人员的做账能力，而无法佐证

财务管理的操作实践。文件标准的这些“空子”在实践中很容易变成示范社评定者与被评定者的
自主性空间:双方都可以规避这样的标准束缚，被评定者可以通过关系运作在材料上达标;评定者

可以借此与被评定者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在政策资源分配过程中各取所需［2］99。
典范的可见性。示范社评选要选出的不仅是政策重点支持的对象，还是可以供社会各界参观

考察乃至学习的样板，所以作为合作社群体中典范的示范社必须是“可见”的。然而，各界的参观
考察往往是某一时点上的瞬间注视，能看到的往往是示范社发展的结果而非过程。由此，那些确实
能从外观上凸显典范形象的标准就容易被严格遵从，而那些无助于美化典范外在的标准就容易被

淡化处理。于是，实践标准在对文件标准的选择性遵从中，往往看重示范社在经济实力及各种资格
证书上与文件标准的相符性，而文件标准中对合作社运营过程的规定则难以落实。
合作社的区域差异性。虽然《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及监测暂行办法》在对示范社

经济实力的要求方面分东、中、西部分别设立的不同的标准，但是这一处简单地区分仍无法照顾到
合作社发展中的区域差异性。按理说，示范社评选的高标准只是一个标杆，能达标的方可称为示范
社，标准本无需去迁就实践。但是由于前文所述指标分配的限制，无论各地的合作社是否有达标
者，都要选取一定数量的合作社作为示范社。尤其，示范社的评选机制采取的是逐级申报，要想成
为高级别的示范社，必须首先成为低级别的示范社，如某合作社要想申报国家级示范社，原则上它

必须是省级示范社。而越低级别的示范社数量也必定越多，其需要符合的标准也就越低。笔者在
广西调研时，某市经管站工作人员提到该市在示范社评选过程中，在国家级示范社评选标准基础上

降低标准的过程:“原来我们是按照国家规定的 100 个社员才可以申报示范社，后来降到了 50 个社
员。因为你说要 100 个社员，他们( 指合作社) 都达不到，合作社理事长一看达不到，直接就不报
了。你把标准定的太高了，人家就都不报了……我们总是好不容易才能凑齐 20 个名额。”在内蒙
古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牧民居住非常分散，他们组织的合作社若按照国家级示范社评定标准设定

的合作社运行模式去运营，需要付出极高的运营成本。由此，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示范社评选中都
存在对文件标准有选择的遵从的现象，而评选高级别示范社的方法是从低级别的示范社中选取更

接近文件标准要求的合作社，这种选择过程也就决定了最后选出的国家级示范社与文件标准的相

符度会存在区域差异。
(二)实践标准的合法性

如果合法性的基本定义是广泛的社会承认［8］，那么示范社评选中普遍存在的实践标准又是如

何取得其合法性的呢?

实践标准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实践界和学术界对专业合作社法及文件标准①的异议。在
全国多地的调研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及合作社理事长普遍反映专业合作社法及示范社

评选的文件标准中对“专业”的限定、对一人一票管理模式及盈余分配方式的规定是妨碍合作社扩
大业务范围、调动合作社骨干成员积极性的最大制约因素。合作社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
象是各地区与合作社发展相关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及合作社骨干成员拥有很多的对内及对外交流

的机会。对内交流机会包括各类中国大陆范围内的合作社发展培训班、农产品展销会、合作社发展
论坛等各种合作社交流平台及相互之间的实地参观;对外交流的机会主要指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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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件标准中关于合作社的登记、民主管理、财务管理方面的规定均来源于专业合作社法。



员及合作社骨干成员到台湾、日本等地对综合农协模式的考察①。通过这些参观考察，实践界的普
遍结论是:不同区域合作社发展呈现出的不同模式均有其合理性，专业合作社模式并非合作社发展

路径的唯一选择。这种对专业合作社法及文件标准的异议在实践界的频繁交流过程中成为了一种
共识，使得示范社评选实践中对文件标准的偏离被解读为因地制宜和推陈出新。
从事合作社研究的学者对实践标准合法性的取得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专业合作社法实施

后，面对合作社数量的大幅增长，实践界和学术界曾一度出现对专业合作社法及真假合作社的集中

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学术界的一种较为流行的解释是中国合作社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不应简单地
受某种理念所束。如，徐旭初提出，合作社本质上是一种环境适应性组织，“现实的合作社不可能
都是合意的合作社”［9］;杜吟棠认为专业合作社法覆盖范围狭窄，从实施伊始就已经落后于合作社
发展实践［10］;黄祖辉和邵科在其关于合作社本质规定性漂移的研究中指出合作社对其本质规定性

的漂移是不可避免的，且这种漂移不应被强制干预［11］; 刘老石在其对合作社真假之争的回应中提

出，应当给合作社以宽松的发展环境，在合作社发展实践中摸索标准［12］。学术界的这类声音无疑
为合作社发展实践及示范社评选过程中出现的实践标准或者说对文件标准的偏离提供了合法性论

证。如果说这种合法性论证更多地是有助于实践标准取得学术文章读者的广泛认同，那么这些学
术观点在更广泛领域的普及则赖于各种培训班、学术会议及读者面更宽的有关合作社发展的杂志
的发行。前文已经提及实践界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及合作社骨干成员可以借由培训班、合作社发
展论坛进行交流，实际上，这些活动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学术界观点的普及。这一作用的由来很简
单:培训班及合作社发展论坛的发言人必少不得研究合作社发展的学者。据笔者参加此类活动的
经历，这些活动本身就是学术观点普及其他领域的主要平台。此外，随着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和合
作社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合作社发展方面的专门期刊，这类期刊以指导合作社发展为目标，成为连

接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合作社发展实践领域的重要桥梁。以最典型的《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为
例，笔者调研过程中发现该期刊的读者群涵盖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学者、合作社理事长等几乎与
合作社发展紧密相关的各类群体。一些地区的相关政府部门或其他单位还会向示范社赠送该期
刊，按照该期刊对农业部向合作社示范社赠送《中国农民合作社》一事的报道，该期刊被合作社理
事长视为“学习了解合作知识、政策法规的主渠道，作为学习借鉴发展经验、典型做法的百花园”②。
学术观点经通俗表达并在这类期刊发表后亦可迅速普及到学术界以外的领域。经由实践界和学术
界的这些活动，合作社发展及示范社评选中的实践标准便同时获得了实践中的可行性和理论上的

合理性。

三、典范形象的约束:实践标准偏离文件标准的限度

实践标准是对文件标准进行选择性遵从，且其经由各种途径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文件标准

本身确实如实践界和学术界所言有其局限性和理想化色彩。然而，实践标准对文件标准的偏离却
并非毫无限度。原因在于示范社评选所要选出的不仅是政策资源的重点支持对象，更重要的是被
评选出的示范社将要作为典范形象供合作社群体中的普通成员参观效仿，“示范社”称号作为政府
信任的标识必会为组织，同时也为示范社评定者带来更高的社会关注度。虽然如前文所述各路参
观更多的是在某一时点上对典范的瞬间注视，所见无非是组织经济实力的佐证，但是如果示范社存

续时间较长、达到的级别较高，便会带来注视者数量的增多。示范社及其评定者对这种关注也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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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调研过程中，也有合作社理事长提及对日本、台湾以外地区合作社的考察，如对欧洲合作社的参观，但是数量极
少，绝大多数对外考察都是对综合农协模式的考察。
《中国农民合作社》2010 年第 6 期刊登的相关报道，题为“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加油鼓劲———农业部向合作
社示范社赠送《中国农民合作社》期刊”。



更明显的体会。
在北京市调研过程中，一合作社理事长便为笔者讲述了其在高关注度下的行为选择①。该合

作社较早被评为国家级示范社，在发展过程中曾得到多部门的多种政策资源支持，还与两所高校建

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此外，由于其具备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几乎每年都会得到市级、区级相关部
门政府领导的关注，来合作社参观的同行、来调研的学者数量也颇为可观。该合作社理事长说:
“领导重视我们，我们也要给领导争面子……我不但把合作社的收益给社员分红，我到外面跟人家
合作社建分厂，入的是技术股，挣了钱回来也给社员分红。”笔者于河南省调研过程中，一市经管站
负责人讲述了其作为示范社评定者的一个经历②。该负责人本已将评选的示范社名单上报，但后
来名单中的一合作社出现了产品质量问题，该负责人便立即将出问题的合作社从示范社名单中删

除。他认为“这可不是小事，我们选出的示范社可不能有这种问题”。
对于示范社和示范社评定者而言，典范形象或曰荣誉本身便是一种约束机制:既是宣称符合文

件标准的示范社，就要有符合文件标准的样子; 既是榜样的评定者就注定与榜样的荣辱脱不开干

系。而且，示范社级别越高，或者说作为榜样的社会关注度越高，典范形象的这种约束机制作用越
明显。在最高级别的示范社评选，即国家级示范社评选中，这种约束机制的作用不单单是示范社及
其评定者的主观感受，还有客观的制度设计促使这一机制发挥作用。根据农经发［2013］10 号文
件和农经发［2014］2 号文件，国家级示范社评定工作要采取“媒体公示、发文认定”的方式，对示范
社要采取动态监测制度，示范社每两年要向相关部门报送详细的组织运营材料，监测不合格者将被

取消国家示范社资格。典范形象的这种约束机制，使得示范社在其实际运营中会自愿或被迫向文
件标准靠拢，使示范社评定者在示范社评选过程中尽量选择接近文件标准的合作社作为典范。

四、讨论:文件标准的意义

熊万胜认为法律及政府相关部门向实践让步的原因是“国家对农民的额外开恩”和“上层国家
面对普遍的名实分离现象时的无可奈何”［2］。然而，笔者认为实践标准的出现及其合法性的取得，
既不是国家的额外恩典，亦非其无奈心境下的隐忍。《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及监测暂
行办法》在总则中有言“为进一步规范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的评定及监测工作，加强对农民
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的指导、扶持与服务，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健康发展，制定本办法”。或许
当我们回到文件标准制定的这一初衷再审视文件标准在实践中的整个变化过程便会发现，实践标

准虽然看似只是对文件标准的选择性遵从，甚至可能被视为行动者“开辟出的对抗规范化和纪律
化技术策略的领域”［13］，但实践标准并未构成对文件标准地位的挑战。国家本就是要通过树典范、
支持典范、监督典范来实现对合作社的高效管理，实践标准对文件标准的普遍偏离客观上构成了典
范治理模式存续的必要性:正因为实践中存在不合理想之处才要树立典范以引导实践、监督典范以
矫正偏离行为;正因为文件标准实施中存在漏洞，才要想方设法引导示范社在运营实践中向文件标

准靠拢。而实践标准对文件标准偏离的限度要求亦保证了文件标准作为标杆儿的指引作用。
此外，实践标准虽然表面上存在对文件标准的背离，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履行着文件标准的使

命。如今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外流、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地区的农业资源分配正面临着重新“洗牌”
的局面。而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村土地流转等一系列政策热点都表明此次洗牌的规则是一切朝着
农业现代化、规模化方向。实践标准下选出的示范社往往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具体表现为合作社
经营涉及土地面积较大、产品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带头人往往为农村精英。这类示范社本身就符
合政策引导的大方向，具备成为典范的条件，因而在这一方面也是符合文件标准之目标的。因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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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处案例为笔者于 2014 年 3 月在北京市调研合作社资料。
此处案例为笔者于 2014 年 5 月在河南省调研合作社资料。



践标准评选出的典范合政策方向，故文件标准不但不会彻底地拒斥实践标准，还会据实践界和学术

界对实践标准合法性的论证而进行相应的调整。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抓紧研究修订农
民专业合作社法”便是这种调整的前奏和依据。可以想见，当统一的新的文件标准面对无尽的地
域、经营品类差异时，还会引发新的实践标准。只是文件标准的调整并不是对自身的否定，而是使
其更加符合现实需求，不断增强合法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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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of the Model: A Study on the Criteria of Model
Farmer Cooperatives in China

Wang Jingpei Ｒen Dapeng

Abstract Criteria of the model farmer cooperatives are key to show the expected development trend of farmer cooperatives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a set of criteria，which are called“document criteria”in the study，to select model
farmer cooperatives in China． Whereas，these criteria are only partly obeyed when implemented in different provinces． The
variations of the document criteria are called“implemented criteria”in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model
farmer cooperatives around China，the author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ument criteria and implemented criteria，
and the real role of the document criteria in governance． It shows that the document criteria are carried out by distributing
quota of model farmer cooperatives to different regions and are regarded as an efficient policy instrument by government offi-
cials． The implemented criteria，which gain their legitimacy in public as well，contribute to achieving the goal of document
criteria rather than ruin it．
Key words Model farmer cooperatives; Document criteria; Implemented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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